2005年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综述
徐义华

2005年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十分活跃，刊布专著和论文近200部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另外，朱芳圃与甲骨学殷商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第十六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河南、台湾等地召开，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前进。兹将今年成果择要介绍如下。
一、甲骨学研究

1、甲骨材料

本年由于新发现甲骨材料较少，主要研究集中于甲骨缀合与对著录书的校补方面。

蔡哲茂《甲骨缀合六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发布了新缀合的6版甲骨。林宏明《殷墟甲骨文字缀合新例》（《第十六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表了缀合甲骨干18版。

章秀霞《谈<甲骨文合集补编>所收周祭卜辞》(《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对《甲骨文合集补编》第三、四册中收录周祭卜辞进行综合疏理，对于《补编》在相重、分期、按语以及释文等方面尤其是释文存在的误释、漏释、衍释、误读等问题加考察，利用周祭制度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按照周祭卜辞的规律和原则对释文中存在的错误进行了校正。
2、文字考释

文字是甲骨殷商史研究的基础，本年度甲骨文字考释成果颇丰。

蔡哲茂《殷卜辞“肩凡有疾”解》（《第十六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image: image1.bmp]”释肩，其意为“克”、“凡”是“兴”的省体，意为“起”，“肩凡”即“克起”之意，“肩凡有疾”是卜问疾病能否好转。晁福林《从甲骨卜辞说到中国古代的“祲”“晕”观念》（《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认为甲骨文中的[image: image2.png]YA



字释为祲，商代时尚未完全把祲视作灾异征兆，周代以后，随着王权的加强和视君为日观念的再现，祲逐渐被认为是对王权不利的象征，成为灾祸的兆。

季旭升《从甲骨文说“劳”字》（《第十六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劳本字从为从衣，取象于妇女在火旁缝补衣物，寓义辛劳。何琳仪《说丽》（《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甲骨文中的丽进行了考释，并认为丽的地望在今山东地区。王长丰《释“馘”、“[image: image3.bmp]”及其相关字》（《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认为甲骨文中的[image: image4.bmp]字从[image: image5.bmp]从戈，释馘，·在商代金文中则从耳从戈，至西周金文中演变为从[image: image6.bmp]从戈。贾文《说甲骨文“争”》（《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3期）认为甲骨文“争”字的本义是耦耕。潘峰《释“黄”》（《汉字文化》2005 年第3期）认为甲骨文中“黄”字是孕妇的象形，本义是指孕妇，但这一意使用时间很短，后转指黄色。张新俊《释殷墟甲骨文中的“骝”》（《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认为甲骨文中的[image: image7.bmp]字应释“骝”。
王建军《出土材料中所见的“逆”及相关语词的探讨》（《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认为甲骨文中的“逆”字同时兼具“逆”和“迎”两义，尚未出现二义分化，。邓统湘《甲骨文“征”字小议》（《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对甲骨文中[image: image8.bmp]和[image: image9.bmp]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的确是同字异体，用法存在细微差别，并就异体字的确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文字考释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有的文章完全使用隶定字，既不指出字的出处，也不引用甲骨文，使读者无法将考释文字与其甲骨文对应。有待改进。

3、语法研究

甲骨文语法是近年来甲骨学进展较大的一个领域，本年度就甲骨文语法进行的研究也十分丰富。

否定词研究是甲骨文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今年有数篇论文就此做了讨论。张玉金《甲骨文“不”和“弗”语义指向方面的异同》（《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与《论甲骨文中“不”和“弗”的根本区别》（《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曾小鹏《花东甲骨中的否定词》（《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郝文华《<甲骨文字典>中的“勿”、“不”和“弗”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张国艳《甲骨文的“[image: image10.png]


”和“弜”》（《语言研究》2005年第2期）、叶正渤、王秀丽《甲骨文否定词研究》（《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等论文对甲骨文中的不、亡、弗、勿、非、毋、弓弓等否定词及其语法现象进行了研究。
郭晓红《甲骨文同位短语的判定和同位项关系》（《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提出了甲骨文中同位短语的判定原则，并对甲骨文同位短的结构、逻辑关系进行了讨论。张玉金《甲骨文中的“之”和助词“之”的来源》（《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赞同助词“之”源自代词“之”的说法，就“之”的源头与其演变过程做了考察。董艳艳《商代金文中的同义词和反义词》（《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对商代金文中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描述。
4、甲骨研究

本年度就甲骨文的材料整理、辞句释读、辞例书体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李钟淑《关于甲骨文著录的内容分类》（《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对百年来甲骨文著录书中的甲骨分类方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主张按甲骨卜辞的总体进行区分，建议将卜辞按内容分为干支与历数、农事、战争、巡狩、祭祀、王事等11类。王建军《殷墟卜辞分类与断代材料的整理及探讨概述》（《平顶山学院学》2005年第1期）就卜辞分类与断代方法进行讨论，提出了具体意见。
郭晓红《卜辞之特殊同位结构“自今数日至（于）干支”》（《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卜辞中“自今数日至于干支”句式中所提到的起止干支包含在时间计数范围内。张永山《说“大岁”》（《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指出甲骨文中的“大岁”即大规模的岁祭，不是岁星“太岁”。

李学勤《论新出现的一片征人方卜辞》（《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对新发布的一版黄组卜辞进行探讨，认为这是一版征人方的卜辞，对于研究帝辛征人方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李学勤《一版新缀卜辞与商王世系》（《文物》2005年第2期）根据新缀甲骨对商王世系及历组卜辞的时代进行探讨。连邵名《历组二类卜辞所见商代祭祀》（《文物春秋》2005年第2期）认为历组二类卜辞主要内容为商王祭祀的记载，并对祭祀的目的、对象、日期、祭品进行了研究。朱彦民《殷墟甲骨刻辞文例二题》（《殷都学刊》2005年第3期）研究了甲骨刻辞的分布规律，认为卜辞表现出“殷人尚右”的观念。

甘露《甲骨文处所词研究》（《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对甲骨文中处所词的结构类型、词汇意义、语法功能等进行了整理研究。秦晓华《甲骨文时间词研究》（《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讨论了甲骨文中时间词的划定标准，并总结出时间词109个。

蒋远桥《甲骨文反复辞法简析》（《修辞学习》2005年第1期）认为甲骨卜辞重用反复修辞法，是由于占卜中需要不断重复祷词以达到通神的目的。

徐富昌《从甲骨文看汉字构形方式之演化》（《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从部首的演化、表形符号的淡化、意符的弱化与类化及汉字意符化等方面，对汉字由表形向表意转化等规律进行了阐释。王蕴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探论》（《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商周古文字的同源字的分化现象进行了研究。
也有学者对上古不同文字进行了比较研究。樊云仙《商代甲骨文与古西亚粘板书比较研究》（《图书情报》2005年第4期）、吕杰锋《楔形文字与甲骨文的事理比较研究》（《装饰》2005年第4期）对甲骨文和西亚文字在书写材料、书写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郝文勉《甲骨文编码的线性结构》（《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对甲骨文与计算机“对接”编码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建立能够涵盖全面、检索应用简便的甲骨文编码方案。谭步云《甲骨学若干术语的英译探讨》（《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5 年第3期）认为甲骨学部分术语及其英译尚需规范，并对“甲骨学”、“兆”等甲骨学术语的英译进行了讨论。

5、甲骨学史与书评

学术史研究是学术前进的基点和重要手段，本年度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董延寿《明义士与甲骨文研究》（《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回顾了明义士甲骨研究的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胡源、王旭初《论罗振玉对甲骨学研究的贡献》（《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论述了罗振玉在甲骨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赵诚《杨树达的甲骨文研究》（《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介绍了杨树达的学术研究历程及其在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和作用。程邦雄《孙诒让的甲骨文考释与义近形符通用》（《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讨论了孙诒让利用“义近形符通用”考释甲骨文的情况，并整理了《契文举例》中的相关例子。王国贞《王襄与殷墟甲骨》（《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2期）对王襄收集、研究甲骨及其贡献做了回顾。
陈仁益《郭沫若考释甲骨文字形的两种失误》（《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分析了郭氏甲骨文字考释中存在的不当分、合文字和整体误读等失误。门艺《<甲骨文发现与研究>指瑕二则》(《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对《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一书出现的两处错误进行了指正。刘海琴《<甲骨文合集补编>第一册释文疏漏校补30 例》（《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对《甲骨文合集补编》第1册释文中的多出或疏漏的字、辞进行了校正。

6、花园庄东地甲骨研究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本年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的热点。

曹定云《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发现与整理》（《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发掘和整理与主要收获情况进行了介绍。姚萱《试论花东子卜辞的“子”当为武丁之子》认为花东的“子”当是武丁的亲子。魏慈德《论同见于花东卜辞与王卜辞中的人物》（《第十六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认为花东甲骨的时代相当于宾组早中期。黄天树《重论关于非王卜辞的一些问题》（《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商代存在非王卜辞，非王卜辞中也存在少量王卜辞，关于王卜辞和非卜辞的一些观点应予以修正。

喻遂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语料价值》（《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从词汇、语法两个方面对花园庄东地在语言研究领域的价值进行了论述。黄天树《花园庄东地甲骨中所见的若干新资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对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时称”、“大岁”、“猎首”等新资料进行探索。

姚萱《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考释》（《汉字文化》2004年第4期）对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的“带”、“及”二字进行了考释。时兵《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考释三则》（《东南文化》2005年第2期）考释了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的[image: image11.bmp]、[image: image12.bmp]、[image: image13.bmp]等字。孟琳《<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终”字小议》(《巢湖学院学报》2005 年第5 期)对《殷墟花园庄甲骨》中的“终”字进行了研究。
刘源《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H3卜辞的行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全面分析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认为花东卜辞遵循如下规律：卜辞基本守兆，在兆干上方由内向外契刻，至兆干后再沿兆干外侧下行；由于字数不同，有的未至兆干即止，有的刻至兆干下方后再内行或外行；此外还受到卜兆的数量、卜辞数量、甲骨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张桂光《花园庄东地卜甲刻辞行款略说》（《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总结了花东甲骨迎兆刻辞、顺兆刻辞、北兆刻辞等八种分布方式，认为刻辞分布已经有了以兆为中心的概念，但整体安排还比较混乱。

朱歧祥《由语词系联论花东甲骨的丁即武丁》（《殷都学刊》2005 年第2期）证明花东甲骨中的丁是活人，指商王武丁。裘锡圭《“花东子卜辞”和“子组卜辞”中指称武丁的“丁”的可能应该读为“帝”》（《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认为花东甲骨中的“丁”字应该读作帝，有别嫡庶之义，指商王武丁。阎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用丁日的卜辞》（《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认为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的“丁”是天干日名。

赵诚《花园庄东地甲骨意义探索》（《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花东甲骨中的祖甲即羌甲，羌甲与祖辛同为祖乙之后，两大家族轮流执政。朱歧祥《殷墟花东甲骨文刮削考》（《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花东甲骨刻辞刮削部分是记载“子”主持祭祀和政事等重要活动的卜辞，是花东甲骨的主人“子”因受到武丁或妇好的猜忌，为了免遭祸患，而采取的韬光隐晦的策略。

宋镇豪《从花园庄东地甲骨文考述晚商射礼》（《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商代已经有射礼，射礼通常在水泽原野举行，泽畔建有与习射相关的建筑，商王和各级贵族都参加竞射，射礼经常连续数天，有具体的规则和相应的弓与弓法，射礼结束后还举行颁赏、祭祖等活动。周代的射礼，当是源自殷商。刘源《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所见禳祓之祭考》（《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花东甲骨中的“子”家族族相信死者有作祟于生者的能力，因此举行针对作祟者的禳祓之祭。花东甲骨中的子有自己的祖先系统，不能与商先王系统对应。魏慈德《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地名及词语研究》将花东卜辞中的地名分为四个组别，并依据卜辞内容对各地的远近距离与地区性质进行了探讨。
郭胜强《殷墟花东甲骨中的“鬯”祭卜辞——殷墟花东卜辞研究》(《殷都学刊》2005 年第3 期)认为鬯祭频繁且主要主要集中于沃丁和祖乙，推论子家族具有相对独立于商王的权力和野心。曹定云、刘一曼《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卜辞中的“中周”与早期殷周关系》（《考古》2005年第9期）认为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的中周即周，此时尚未迁往歧山之周原，其地在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周与商曾经进行战争，但后来周归服商朝。

乃俊廷《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与非王卜辞的亲属称谓关系》（《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对花东卜辞中的子与非王卜辞中的子的关系及其所祭祖先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常耀华《花东H3卜辞中的“子”》（《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花东卜辞中的子与商王室存在血缘关系，其家谱可以追溯到小甲，但尚无法确定子的具体身份，只能断定他不是武丁的子孙。

罗慧君《论花东甲骨“岁妣庚牡又鬯”中“又”字的用法》（《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花东卜辞“岁妣庚牡又鬯”中的又字非祭祀动词，而是连词。

刘源《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研究概况》（《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论述了花园庄东地甲骨的研究状况，并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殷商史研究

殷商史研究成果很多，涉及的方面很广，大致整理如下。

1、先商文化研究

王震中《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认为契以后的商人社会处于“中心聚落形态”，至王亥、王桓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中心聚落形态向邦国的过渡阶段，这时的王权主要表现为宗教性，到上甲微时期开始进入国家状态，王权得到加强。成汤加强了王权，随着灭夏战争的胜利，完成了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王震中《先商的文化与年代》（《中原文物》2005年第1、2期）认为河北涧沟型龙山晚期文化遗存可能是契至昭明时期的先商化，相土至冥的年代应与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的考古文化，但这一时期的先商文化尚未发现，漳河型下七垣文化是以商族为主体的冥以后的先商文化。
马保春《由楚简<容成氏>看汤伐桀的几个地理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依据上博楚简之《容成氏》及甲骨文资料，对没汤伐桀中的鬲山氏、鸣条之遂及其他地名的地望进行了考证。

2、商代的都城问题

李维明《“亳”辨》（《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认为甲骨文中“亳”是指地名及与祭祀有关的活动，郑州牛肋骨上的“乇土”当即殷墟“亳社”的来源。卜辞中的“亳”与“亳社”仅见于商都，商亡后，“亳”名随商遗民流徙而出现于各地。

杜金鹏《“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考古》2005年第4期）对郑亳说的立论进行了辨析，认为汤亳只有一处和偃师之亳为灭夏前之汤都亳的观点是错误，西亳应指偃师商城，两京说有其合理性。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地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所测年代表明郑州商城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偃师商城一期的年代要比郑州商城的年代早，但仍未到公元前1600年。蒋南华《郑州商城并非成汤亳都》（《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5年总第1期）认为商汤灭夏立国的年代早于郑州商城始建年代，所以郑州商城应是仲丁之隞都，而非商汤之亳。方酉生《论商汤亳都不在郑州商城》（《孝感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商汤都城在今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本是商朝在东方防御和进攻东夷的重镇，后来则成为仲丁的隞都。李锋《郑州商城隞都说与郑亳说合理性比较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通过对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文献记载、周边环境等方面比较研究，认为郑州商城隞都说比郑亳说更具有合理性。李锋《略论商汤灭夏前所居之亳》（《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郑州大师姑夏商城址应是商汤所居之亳。朱光华、潘付生、 魏继印《试论郑州人民公园期商代遗存与盘庚复亳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认为郑州不仅是成汤至大戊的都城，也是盘庚、小辛、小乙三王的都邑。
于云洪、魏训田《商朝盘庚迁殷的原因——从生态环境的变化探索》（《德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盘庚迁都是由于水患严重和环境恶化，而安阳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所以盘庚从奄迁殷。王迎喜《商王河亶甲与盘庚为何都在安阳建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安阳地区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农、林、水、矿资源丰富，所以河亶甲和盘庚先后在这里建都。

3、商代的宗教意识研究

谢肃《商代祭祀遗存发现与研究的回顾》（《殷都学刊》2005年第3期）对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作了总述，把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并提出了研究中应注意的八个问题。黄可佳《试论郑州小双桥商代祭祀遗存的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认为小双桥祭祀遗存不是宗庙祭祀，而是向自然神或为战争而举行的祭祀。

宋镇豪《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第十六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商人把梦视为一种预兆，通过甲骨和梦象相联系对梦兆进行预测，还没没有出现专门的占梦官。商人已经产生了吉梦凶梦观念，在占梦后会举行祭祀以祓除不祥。连劭名《殷墟卜辞中的“祝”》（《殷都学刊》2005 年第3 期）讨论了甲骨文中有关祝的卜辞，认为商代的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灾祸。黄天树《甲骨文中有关猎首风俗的记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夏之卷）认为甲骨文中存在商人猎首的记载，原先所释“途首”应释“达道”，“达首”即“致首”是为祭祀收集人首的活动。朱彦民《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通过甲骨文中军事编制、占卜制度、宗庙体系、官制等所表现的左与右的差别进行分析，认为“殷人尚右”。

王震中《商代王都的社与左祖右社之管见》（《安金槐先生纪念文集》）认为商代祖先神远高于社神，对祖先和社神进行祭祀的场所不会采取对称的方式，所以商代尚未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刘桓《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01期）对卜辞的中的“大宾”之祭作了考察，“巳宾”、“宾巳乍”等卜辞重新释读。还对武丁欲在唐地作大邑的史实作了讨论。李小光《商代人神关系论略》（《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讨论了商代的人神关系和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4、商代的政治军事研究

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认为以干支纪名之俗起于上古贵族在同姓内婚范围内按母系分宗的传统。商王室以内婚制与外婚制并行，内婚诸妻及其诸子不分嫡庶，而在内婚群与外婚群之间已产生出嫡庶制的萌芽。商代王位以直系家庭的形态传承，在常规状况下严格控制在内婚范围之内；其传承机制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而辅之以推举制，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的补充与变制。

林沄《“百姓”古义新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百姓”的古义是“百官族姓”，担任世官的各姓的族长，就是“百姓”，宗族族长担任世官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商代或夏代。“百姓”是早期国家的社会基础。陈光宇《商代多伯多臣与肉食者》（《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多字本义是两肉相重，系指祭礼伯分离的胙肉，多伯多臣是指参加“宜”祭，分得祭肉的臣属。
何弩《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起源与兴衰背景》（《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比较了商朝与阿兹特克的恐怖政策，认为到恐怖主义同统治者的自信心以及周围政治压力相关，原本弱小的文化在短期内成为拥有广大疆域和众多民族的国家时，常采用恐怖主义策略。周迎春《看商朝的“德治”》（《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对商朝各代王的德政及其意义进行了讨论。沈建华《卜辞中的“听”与“律”》（《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认为商代存在能定风向、协音律的神职人员，卜辞中的“师隹律用”指的是音律而非纪律，音乐很早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李忠林《伊尹身份与二头政治》（《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认为伊尹不曾篡位，商代也没有出现过二头政治，商代已经进入国家文明时期。

刘刚《“武丁中兴”的原因初探》（《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从地理因素、前代积累、武丁的努力、贤臣的辅佐等方面探讨了“武丁中兴”的原因。高应勤《商王武丁奋伐荆楚》（《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认为武王南征的原因有二：到南方寻找铜矿、锡、铅等战略资源；扩展疆土、巩固共主地位。韩江苏《商代边境的“小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商代小臣一部分是商王室的同姓贵族，更多是方国的首领，这些由方国首领担任的小臣，除少数担任王朝管理事务外，多数在边境地区戍守或征伐，形成维护商王朝的藩屏。边境地区小臣群体的出现是商王朝采取的“怀柔和羁糜”政策造成的。

常耀华《卜辞中的“多帚”不是官名》（《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帚不是官名，卜辞中的“帚”是用来表示性别，没有其它附加的特殊意义。常新枝《商代女杰——妇好》（《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对甲骨文中的妇好进行了考察。

张国硕《殷商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殷商国家实行都城居中的原则，通过建造多重防御设施，构建都城外围的军事防御屏障，并在周边地区分设若干军事重镇环带，建立军事预警和信息传递系统，配之干道网和驿站制度，从而形成国家军事防御体系。
5、商代的经济与生活研究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是一部 112万字的巨著，对商代环境与居落、人口、婚姻、教育、交通、饮食、服饰、农业礼俗、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宗教信仰、文字与文体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精到的研究。

曹定云《殷人“[image: image14.bmp]”姓辨》（《甲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认为殷人人[image: image15.bmp]姓，古“子”字有“巳”音，所以古人用“子”记录，导致后人认为殷人子姓。范州成《从王亥“宾于有易”看商代婚制》（《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商代已经确立了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但在王室和贵族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常常利用婚姻形式结成血缘联盟。

朱彦民《关于商代中原地区野生动物诸问题的考察》（《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认为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为亚热带半湿润气候，是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到了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大量野生动物绝迹或它迁。李东柱《试由卜辞“今夕其雨获象”看殷商时的地理气象状况》（《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通过考察甲骨文中关于象和兕的记载，推论商代时中原地区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赵志军《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认为粟、黍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冲击，麦类和稻谷在夏商周人的历史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王惠苑《从郑州商城的城市兴建特点看商朝早期的社会分化》（《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对郑州商城的布局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商朝前期社会分化已很明显，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差异已初步显现。岳朝娟《商代多层经济结构探析》（《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认为商代经济是由王室经济和宗族经济、诸候经济和方国经济等构成的多层次经济，各种经济既相对独立性，又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卢本珊《商代江南铜矿开采技术》（《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5年第4期）对商代的铜矿的探矿技术、采掘技术、采掘工具、排水方式、通风方式、照明方式等进行了探讨。
杨怀源《甲骨卜辞中的晚商体育文化》（《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晚商体育文化是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晚商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学校的产生、战争的需要、文化的发展的结果。

霍然《论殷商巫风与祭祀乐舞的文化底蕴》（《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认为巫在商代社会占有重要地位，乐舞受商人重视也是因为其与祭祀相关。董雪静《殷商地域文化与<诗经>恋歌》(《北方论丛》2005 年第5 期)分析了《诗经》殷故地民歌奔放的原因，认为自然地理条件和工商业经济是其产生的外部原因,殷商部族文化传统和风俗则是其产生的内在原因。

6、商代的地域研究

田青刚《试论商代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平原大学学报》2005 年第4期）认为商代是华夏民族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商灭夏后，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完全继承了夏朝的成果，商族在同化夏族的同时，大量吸收夏族文化因素。商代有许多方国与商王朝有着复杂的关系，各方国及商的周边各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岳红琴《商代的方与方国》（《天中学刊》2005年第3期）认为商代的“方”有多种涵义，涵义之一是表示方国的泛称。商代方国的社会性质具有复杂性，主要分布于商王朝周边地区，当他们臣服于商时，即被纳入商之势力范围之内，反之，则不属于商之势力范围，造成了商王朝疆域的复杂与多变。饶宗颐《殷代“西戉( 越)”考》（《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认为戉即越，西戉即西越。甲骨文中的越所指的不是后来的闽浙之越，古代戉人分布于两湖地、四川、云南、贵州及更远地区都有戉人分布。张天恩《殷墟卜所记“羌方”的考古学文化观察》（《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对晋南、关中、陕、晋高原、甘青地区等的商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了考察，认为分布于关中西部、甘肃东部的刘家文化和泾水中游的碾子坡文化可能与卜辞中的羌与羌方记载有关。杜勇《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认为殷周甲骨金文所见之蜀在今河南长葛市，而非四川的古蜀国。
三、商代青铜器研究

作册般铜鼋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帝辛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述了帝辛在洹河射获巨鼋，赏赐作册般的事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讨论文章，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朱凤瀚《作册般鼋探析》、王冠英《作册般铜鼋三考》对此器进行了探讨，另外裘锡圭《商铜鼋铭补释》也就此作了研究。

徐凤先《[image: image16.png]


方鼎与商末周祭系统》（《文物》2005年第9期）对[image: image17.png]


方鼎铭文中对帝乙的祭祀及相关历日进行了研究，证明帝辛时期已经将武乙、文丁、帝乙纳入了周祭系统。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image: image18.png]


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认为[image: image19.png]


方鼎是帝辛时期的标准器，为确定阑地的地望和其他商史问题提供了资料；释读了荣方鼎，并就其记载的月相和周代学制进行了讨论。刘桓《殷代戍[image: image20.bmp]鼎铭文考释》（《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对[image: image21.bmp]鼎铭文作了考释，并对商代的巡狩制度和商朝与西方的关系做了阐述。

冯时《殷代史氏考》（《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对山东滕县前掌大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认为史氏即殷周之薛侯，史氏司天文，主要为战争进行祭祷，也有军事职守。

杨晓能《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文物》2005年第6 期）认为商人动物纹样崇拜运用到宣扬加强政权和神权方面；商周青铜器的图形文字可以分为占卜记录、族徽或专用名称、祭礼的标志三类。胡守海《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原因析》（《装》饰2005年第3期）认为商周青铜器纹饰由庄重风格向清新风格的转化，主要是青铜器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沟通鬼神、宣示威严转变为“明贵贱”、“纪功烈”。王大勇《从太清宫长子口墓的考古美术资料看商末青铜纹饰》（《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对晚商的青铜器纹饰进行了研究。

